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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赣南苏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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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赣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2.江西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

西赣州 341000) 

【摘 要】：近年来，精准扶贫政策促进了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在收入增长之后，该政策必然会对

农村贫困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结合江西省某县 315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并将数据分为扶贫组

和控制组，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精准扶贫

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消费影响显著，其中居住支出和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分别提高 31.3%和 47.7%;精准扶贫

政策对通讯支出、其他支出和衣着支出的影响程度略低；对食物支出和交通支出的影响程度最小。在精准扶贫政策

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需要重点挖掘帮助贫困户增收、制订可持续脱贫效果的政策，淘汰无效率的扶贫政策，降低扶

贫政策成本。同时实施贫困户精准扶贫政策分类管理，加强不同类型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密切关注贫困群体消

费需求的变化，进一步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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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 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这意味着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同年 12月，中共中央授权新

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7 年 10 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那么，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会带来哪些

影响？精准扶贫政策能否改变居民消费模式，进而激发其内在的可持续脱贫动力？ 

近年来，关于扶贫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贫困测量研究。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学者们从不同视

角出发对中国农村的贫困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如王小林和 Alkire（2009）关注了贫困发生的多维度特征，提出了多维贫困的

观点，并从多个维度设置指标创建了一套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在此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扶贫政策创新的思路。
［1］

李佳路（2010）

进一步分析了多维贫困因素的贡献度，并针对不同贡献度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2］

李俊杰和李海鹏（2013）则进一步应用多维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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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测量了民族贫困地区贫困程度，并提出了减贫措施。
［3］

第二，扶贫模式与扶贫项目的问题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贫困

领域的研究触角进一步拓展到了扶贫模式和扶贫项目。如李志萌和张宜红（2016）针对赣南老区产业扶贫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并分析了其内在机理及破解路径，他们提出了“六统一”的扶贫贫困破解路径。
［4］

汪三贵等（2015）聚焦精准扶贫项目，分

析了项目到户后的精准性和扶贫项目资金管理与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5]
第三，扶贫政策的效益或效果评价研

究。目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研究的视角开始集中于扶贫的效果评价。如肖云和严茉（2012）从扶贫政策认知

的角度考察了农村贫困群体对现行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并应用这一满意度指标分析了减贫效果的影响程度。
[6]
张琳等（2017）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湘鄂渝黔边远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
[7]
姚洪心和王喜意（2009）从劳动力流动、教育

水平与扶贫政策的关系人手，深入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和收入类型的差距。
[8]
高幸（2017）分析了扶贫政策对贫困居民收入分配

的影响。
［9］

胡晗等（2018）应用 Probit 模型和粗略精确匹配方法，进一步对农村种植收入、养殖收入、经商收入、务工收入等

不同收入来源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指出了不同产业扶贫政策对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
［10］

陈清华等（2017）研究了扶贫政策对受

益目标群体的影响。
［11］

 

从现有的扶贫政策效果研究的文献来看，其研究方法和内容逐步从规范性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开始用数据实证扶贫效果的

大小。但是，从总体上讲，实证分析的文献还比较有限，且这些政策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项扶贫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同时，

现有文献在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收入的增长反过来如何影响其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方面，则关注不够。另外，现有文献较少涉

及从单一精准扶贫政策到系列精准扶贫政策对消费的综合作用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数据来源的难获得性。比如，针对单

个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数据，则可以通过当地的贫困户建档立卡信息以及官方的脱贫评价结论可以获得，但是对于贫困家庭的

消费数据采集存在较大难度，缺乏大规模的实地调查数据，且很难单独测算扶贫政策对贫困户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当前脱

贫攻坚已经进入决胜阶段，扶贫对象发生了新的变化，扶贫的主要对象则聚焦于深度贫困人口。从深度贫困人口的特点来看，

单一的精准扶贫政策或者简单维度的精准扶贫政策很难对深度贫困的脱贫实现有效发力，即便是多维度的精准扶贫政策，对于

深度贫困的人口而言，也存在不同的收入反应和消费行为等。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的纵深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表现出多样化、多维度的态势，以赣南老区为例，推出

的精准扶贫政策就涵盖了近 20 余项，包括社保扶贫、产业扶贫、教育健康扶贫、金融扶贫等。这些精准扶贫政策对于深度贫困

人口而言，提高了其收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收入的提高所带来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否能够

反映这部分人群寻求可持续脱贫的内在动力，而这一问题则需要深入研究。本文立足于这一角度，以精准扶贫政策对深度贫困

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为理论逻辑，以赣南苏区深度贫困居民为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家

庭增收及消费的影响，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二、理论分析 

（一）基于多主题家庭调查方法的精准扶贫政策 

从基本逻辑上讲，现有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多维度贫困标准认定的，是通过多主题家庭调查方法对贫困人口的贫

困原因和贫困程度的确定为前提。 

以赣南革命老区推行的精准扶贫政策为例，本文课题组应用多主题家庭调查方法对地方政府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或贫困人口

进行调查，发现致贫的原因包括因病致贫、受教育水平低下不能适应市场化的收入机制而致贫、年龄偏大或重大疾病而丧失劳

动能力致贫、当地产业发展受限而致贫等多维度因素。针对致贫原因的多维性，赣南革命老区精准扶贫政策涵盖的政策有以下

十几种：社会保障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培训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光伏项目扶贫、分红资产收益扶贫、

水利电力条件改善扶贫、“互联网+”农产品电商扶贫、金融扶贫等。 

从政策的具体内容看，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公共支出政策，如社会保障扶贫、教育扶贫、培训就业扶贫等。二是扶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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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如光伏发电与分红资产收益扶贫等产业扶贫政策。 

（二） 贫困人口或家庭消费行为结构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反应假定 

作为贫困人口或家庭，对政府支出和扶贫项艮具有相应的行为反应方式。具体假定如下： 

贫困人口消费行为对精准扶贫政策包的反应假定 I:基于目前政府部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建档立卡的行为，可以判定精准扶

贫对象构成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益归属。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扶贫从性质上讲属于政府资金向贫困人口的转移和再分配，相当于

增加了相应的福利，构成了贫困人口的隐性货币收入。考虑到政府转移支出的精准指向性，如果政府取消这些构成贫困人口或

家庭的隐性货币收入政策，那么对于这些贫困家庭而言，将不会存在其他同样性质的家庭消费行为反应的替代收入。除此之外，

财政支出政策也可以有效地增加贫困居民的就业能力和机会。 

贫困人口消费行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反应假定Ⅱ:扶贫项目等产业扶贫政策是具有市场化特点的政府干预行为。建档立卡的

贫困人口或家庭同样构成了扶贫项目的效益归属群体。如果当地政府不能推出这些扶贫项目，对于这些贫困人口和家庭而言，

为了保证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其自身必须面向市场寻求替代性的收入。由于扶贫项目的实施，在降低了自身寻求替代收入搜寻

成本的同时，构成了这部分家庭消费行为反应的显性货币收入。 

（三） 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或家庭消费影响的叠加效应 

1. 公共支出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或家庭消费行为的挤入效应 

第一，公共支出扶贫政策大多属于财政转移支出或财政民生支出，由于这类支出具有精准指向性，有别于常规的政府转移

支出或民生支出。从政策叠加角度上讲，贫困人口或家庭与普通居民或家庭相比，享受了双重政策红利，这一政策红利带来的

资金的转移能够提振消费，带来互补配套的消费支出。国内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如徐绿敏（2013）的研

究认为政府转移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虽然比较微弱，但仍具有积极的影响。
［12］

袁华萍（2015）认为财政转移性支出

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库兹涅茨“倒 U”曲线特征，在转移性支出增长的初期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经过拐点

以后其影响程度将减缓。
［13］

本文认为，根据传统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贫困人口或家庭由于整体消费水平偏低，收入

水平有限，在最初接受这一政策时，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增，存在挤入效应，能够有效地提升消费。 

第二，部分公共支出扶贫政策如教育扶贫、培训就业扶贫、健康扶贫等，能够带来贫困人口劳动技能、智力和健康水平的

大幅提升，这种提升一方面导致了贫困户提高了自身对其他资源的利用程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接受培训就业再教育来增加

互惠、信任及可利用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其社会地位。这对于贫困人口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有

助于增强消费信心。 

2. 扶贫项目对贫困人口或家庭消费影响的增收效应 

扶贫项目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在布局这些项目时不是随机的，而是根据偏好值匹配的原则对贫困群体推出的。

言外之意，当地的非贫困居民则是排除在外，不享受项目的红利。扶贫项目常常表现为各贫困地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推出的

农林产业、乡村旅游、光伏发电等项目，其主要目的是增加贫困户收入。扶贫项目可以视为贫困户增收的杠杆，自我发展的内

生动力在得到激发的同时，也能实现与贫困区域(贫困村)非贫困居民的协同发展。扶贫项目可以帮助贫困人口或家庭收入来源

方式实现多样化，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从而实现贫困家庭原始的资本积累，最大限度地实现家庭资本运用，走向可持续脱贫。 

政府扶贫项目的推出，在拓展贫困居民多样化的收入来源方式，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减少了不确定性，提高了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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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对未来长期收入的预期。根据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从长期来看，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是依据当期的收入水平做出的，

而是根据长期的持久收入水平来进行决策。因而，贫困居民可以依托扶贫项目的长期增收的预期，改变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水

平。 

三、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赣南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赣南苏区逐渐失去了交通、产业等优势，形成了

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深度贫困人口中，据江西省财政厅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江西省还有 269 个深度

贫困村，其中近一半的人口在赣南。因此，本文以赣南老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赣南老区一县包括非贫困家庭和贫困家庭在内的

315 户农村居民的人户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享受精准扶贫政策与不享受扶贫政策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为了实证检验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最直观的方法是通过构造线性回归方程利用 OLS 方法来估计扶贫政策

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带来的平均影响。然而，若假定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和未享受(即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效

应)就能够无偏地反映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但事实上，精准扶贫政策在农户之间的分配是具有针对性和有导向

的，是在农村居民家庭条件的基础选择的。所以直接利用 OLS估计会造成回归系数有偏差。 

因此，本文应用 Rosenbaum 和 Rubin(1983)开发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14]
將样本分为两组：(1)享受精准扶贫政策的一组

(以下简称扶贫组包括样本中所有享受扶贫政策支持的农户；(2)控制组，包括那些没有享受扶贫政策支持的农户，并保证两组

样本农户之间只有精准扶贫政策的享受有区别。同时将扶贫组和控制组消费支出进行比较并计算其差值，即同一户家庭享受与

未享受扶贫政策的家庭消费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effect on the Treated,缩写为 ATT)。 

在此，先简单介绍如何计算 PS值，即利用 PSM方法获得倾向得分(PS)，它衡量的是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包一组和控制组在多

维视角下的匹配程度。然后讨论不同匹配方法下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1. 倾向得分 

倾向得分被 Rosenbaum 和 Rubin(1983)定义为“在一定协变量条件下，一个观察对象可能接受某种处理(或暴露)因素的可能

性”。
[14] 

 

其中，X表示控制组的多维变量特征。D表示指示变量，若 D=1，则表示农户家庭享受精准扶贫政策支持；若 D=0,则表示农

户家庭未享受精准扶贫政策支持。理论上，如果我们可以得到倾向得分 p(Xi)的估计值，则 ATT就可以将被享受精准扶贫政策扶

贫组和控制组的潜在结果差异估计出来。 

  

其中，Y1i和 Y0i分别表示扶贫组和控制组的潜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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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估计 PS 分值，借鉴 Dehejia 和 Wahba(2006)和 Lewbel(2003)的研究。
[15~16]

本文利用 Logit 模型来进行计算。具体公式

如下： 

 

其中，X代表的是可能影响农村居民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包的多维协变量，β表示协变量的相关系数。倾向得分(PS)就是 Logit

模型的预测值。 

2.匹配模型 

虽然倾向得分已经被估计出来，但是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仍不能直接利用式(2)来估计 ATT值。原因是 P(X)是一个连续变

量，因此它有可能为两个单元找到完全一致的倾向得分。现有研究给出了几种匹配方法来克服这一问题。最常用的三种方法是

最临近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 

最邻近匹配法的原理是从扶贫组估计的 PS值中通过向前或向后搜索最接近的控制样本。假定 T和 C分别表示扶贫组和控制

组，Y
T 

i 和 Y
C 

j 分别表示扶贫单元和控制单元观察到的绩效结果。与此同时，假定表示控制单元匹配到第 i个扶贫单元(估计的倾向

得分为 pi)的集合，那么，最邻近匹配法就可以表述如式(4): 

 

半径匹配法的原理是搜索控制组里的所有单元，其中那些估计的倾向得分落入扶贫单元 i 的倾向得分 pi的半径范围为 r 范

围内单元都被予以匹配。r是预先设定的一个正实数。我们可以将半径匹配法表述如式(5): 

 

在使用最临近匹配法或半径匹配法识别匹配样本之后，我们就可以计算 ATT。用 N
C 

i 来表示与观察对象 i 匹配的控制组的数

量，并定义权重ωij=l/N
C 

i ，如果 j属于 C(i)，否则ωij=0。同时，假定 N
T
是扶贫组观察样本的数量。那么，依据 Becker和 Ichino(2002)

的研究，
[17]
ATT可以被估计如式(6): 

 

其中，M表示匹配方法，比如最邻近匹配法或半径匹配法；ωj被定义为ωj=∑iωij。假定权重保持不变，并且对每个居民而

言，扶贫政策的有效性是独立的。那么，可以估计如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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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匹配法的原理在一定意义上有别于上述两种方法。在核匹配方法下，将构造一个虚拟单元来匹配每一个扶贫单元，也就

是说，每一个扶贫单元与所有控制单元的加权平均相匹配，其中权重与控制单元和扶贫单元的倾向得分的距离成反比。当采用

核匹配法时，ATT可以被估计如式(8): 

 

其中，G(•)表示高斯核函数，hn表示带宽参数。在带宽和核的标准条件下，可得： 

 

式（9）是反事实结果 Y0i的一致估计量。由于很难获得γ
K
的方差估计量，因此，要用到自抽样方法。我们应用同样的匹配

方法，并基于 500次的自抽样来估计γ
K
的方差。 

3. 利用自抽样获取稳健性的 ATT方差 

本研究统计分析中的一个问题是样本量较小。为了减少小样本偏差，本文利用自抽样方法来估计进一步分析的标准误差。

借鉴 Efnm和 Tibshirani（1993）的研究。
［18］

具体操作如下：第一，从原始样本中有放回的重复抽取 n 个观察样本，从而得到实

证样本。第二，利用上述匹配方法来计算 ATTi；。第三，对第一步和第二步重复 K次（本文中 K=200），获取 ATT1，ATT2，…，ATT200。

第四，计算 ATT1，ATT2，…，ATT200的标准偏差，从而获取 ATT统计量的标准差。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1. 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采用数据来自赣南师范大学调研组对赣南苏区某县某镇 12 个样本村 315 户农户的实地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历时 6 个月。在 12 个样本村都已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并从样本村随机抽取在册贫困户 197 户（扶

贫组），非贫困户 118 户（控制组）；然后对样本村所有在册贫困户以及非贫困户进行人户访谈式问卷调查。访谈的内容包括家

庭户主姓名、家庭人口数、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含人均收入）、土地面积、各项消费支出等信息。 

2. 变量测量 

本文主要研究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参考相关研究，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主要包括食物支出、衣着支出、

居住支出、家庭设备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以及其他消费支出等类型。根据实地调研，贫困户主

要的支出方式有食物支出、衣着支出、交通支出、教育支出、通讯支出、居住支出以及其他支出（据调查发现，主要包括烟酒

等消费支出）。因此，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主要以实地调研的结果为准，以贫困户在家庭消费各项支出的年度数据进行考察。 

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选取的匹配变量包括：（1）户主特征。户主在家庭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中引入户

主年龄（包括平项）以及学历水平 3个变量。（2）家庭特征。家庭特征是影响家庭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李江一和李涵，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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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和人口特征两个方面，其中将家庭经济状况测量为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土地资产 3 个变量，

将家庭人口特征测量为家庭规模。 

表 1 给出了扶贫组和控制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以及两组样本在不同消费层面反映出的不同结果。从消费总量来

看，扶贫组的家庭消费总支出比控制组的家庭平均高出 3079 元。从消费结构来看，扶贫组的家庭各项消费支出均高于控制组的

家庭，其中教育支出和食物支出三类消费支出的差异最大。从各项消费支出所占比例来看，现阶段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主要

集中在食物上，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其次是教育支出、居住支出和衣着支出，这充分说明尽管当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仍集中基

本生活消费上，但也开始重视对教育的投入。直观来看，扶贫政策对促进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消费具有积极影响。但由于外生性

问题，表 1中所呈现的结果需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  

表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扶贫组（N=197） 控制组（N=118） 

均值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消费总支出 家庭消费总支出（元） 27051.12 14511.07 23483.81 17202.36 3567.31 

食物支出 家庭食物支出（元） 9461.06 5881.70 8852.81 6127.46 608.24 

衣着支出 家庭衣着支出（元） 2378.56 2010.17 2373.96 2496.31 4.60 

交通支出 家庭交通支出（元） 1648.73 2398.27 1339.80 2324.00 308.93 

教育支出 家庭教育支出（元） 5500.03 10805.37 3736.50 6257.05 1763.54 

通讯支出 家庭通讯支出（元） 1315.00 1607.50 930.76 850.71 384.24 

居住支出 家庭居住支出（元） 3490.37 8807.63 3209.60 8382.90 280.77 

其他支出 其他消费支出（元） 3257.37 6679.82 . 3040.38 3483.61 216.99 

户主特征       

年龄 户主年龄（岁） 61.01 9.99 58.20 10.24 -2.80 

年龄平方 户主年龄平方/100 38.16 11.55 34.86 11.94 -3.30 

受教育程度髙中 

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 

中专、技校、职髙=4;大专=5；本

科=6;硕士及以上=7 

1.39 0.75 1.49 0.86 0.10 

家庭特征       

家庭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元） 50761.19 64287.54 36253.45 59983.81 14507.74 

人均年收入 人均家庭年收入（元） 9692.47 11395.63 7467.90 14562.37 2224.57 

人口数 家庭人口数量（人） 5.19 2.05 5.52 2.22 0.32 

土地面积 家庭土地面积（亩） 3.28 2.50 2.94 2.32 -0.34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样本匹配结果 

本文基于最邻近匹配法计算了扶贫组和控制组匹配前和匹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 1（a）和图 1（b）给出了两组匹配前后的

核密度函数对比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组的核密度函数在匹配前有明显差异。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利用控制组中所有的

家庭与扶贫组进行对比，从而导致结果有偏差。相反，我们基于倾向得分从控制组中选取一些家庭来匹配扶贫组，匹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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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b）所示。两组的核密度函数呈现相似，这表明匹配后两组变量的特征是相似的。此外，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的匹配

结果也是相似的，因此本文没有报告。 

 

（二）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家庭消费支出与消费结构的影响测算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需进一步检验匹配质量。检验匹配质量的目的在于消除扶贫组与控

制组这两组样本之间变量的匹配差异。通过平衡性检验的结果可以判断，本部分对上述样本进行匹配质量检验后，扶贫组与控

制组之间所有匹配变量的标准差在小于 10%范围之内，符合 Rosenbaum 和 Rubin（1983）提出的标准差应小于 20%的建议，
［14］

并

且 t检验不能拒绝扶贫组与控制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此外，PseuO-R2在匹配后比匹配前低，LR统计量不显著，符合 Leuven

和 Sianesi（2003）的实证研究结论。
［20］

表 2至表 3中的模型检验结果均符合要求。 

表 2 的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影响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与此同时，扶贫政策对

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和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分

别提高 31.3%和 47.7%。这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可持续脱贫导向一致。扶贫政策对通讯支出、其他支出和衣着支出的影响程度

相近，分别提高 20.2%（187.37 元）、16.9%（255.88元）和 10.2%（262.83元）。扶贫政策对食物支出和交通支出的影响程度最

小，分别是 4.5%和 4.6%。 

表 2 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 ATT测算结果（基于最邻近匹配法） 

消费支出 
 最邻近匹配法 （1口 5匹配）   最邻近匹配法 （1口 10匹配）  

扶贫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扶贫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消费总支出 27673.62 23336.62 4337*** 2268.00 27507.21 23557.91 3949.3*** 2154.34 

食物支出 9490.96 9017.57 473.39* 841.36 9490.96 9150.67 340.28* 799.71 

衣着支出 2379.44 2116.61 262.83** 266.65 2379.44 2204.80 174.64** 256.97 

交通支出 1361.92 1346.08 15.84** 314.76 1452.98 1346.08 106.91** 299.84 

教育支出 5588.16 3653.52 1934.64*** 1357.45 5204.83 3653.52 1551.30** 1279.53 

通讯支出 1116.76 929.38 187.37* 164.18 1118.03 929.38 188.64** 155.24 

居住支出 4426.90 3219.86 1207.04* 1206.51 4029.17 3219.86 809.32* 1147.43 

其他支出 3309.48 3053.60 255.88** 829.37 3831.80 3053.60 778.21** 780.32 

注：采用 bootstrap 抽样 200次得到置信区间；***、**、*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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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和表 4 分别报告了核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下的 ATT 测算结果。综上所述，三种不同匹配方法测算的结果表明，扶贫政

策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 3079元，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精准扶贫政策包能显著改善贫困居民家庭

的生活水平，但这一影响小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给出的 3567.31 元的判断。这说明，忽略农村居民家庭的外生性问题会高估

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量的影响。  

表 3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 ATT测算结果（基于核匹配法） 

消费支出 
 核匹配法 

控制组 

（窗宽 0.06） 

ATT 

 核匹配法（窗宽 0.1） 

扶贫组 标准误 扶贫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消费总支出 197 114 2607.33*** 2016.93 197 114 2526.76*** 1953.85 

食物支出 197 114 525.64** 821.76 197 114 547.87** 776.55 

衣着支出 197 114 165.15* 261.50 197 114 164.96* 240.23 

交通支出 197 114 139.57** 248.72 197 114 191.37** 251.39 

教育支出 197 114 1705.35* 1173.18 197 114 1809.46* 1163.76 

通讯支出 197 114 179.28** 121.23 197 114 210.88** 141.87 

居住支出 197 114 799.58*** 1189.88 197 114 655.74*** 1173.86 

其他支出 197 114 474.35* 946.173 197 114 372.12* 856.21 

注：采用 bootstrap 抽样 200次得到置信区间；***、**、*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4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 ATT测算结果（基于半径匹配法） 

消费支出- 扶贫组 
半径匹配法 

控制组 

（半径为 0.005） 

ATT 
标准误 

半径匹配法 （半径为 0.01） 

扶贫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消费总支出 166 105 2445.03*** 2878.53 166 112 2274.86*** 2267.71 

食物支出 166 105 236.95** 1020.85 166 112 671.54** 888.73 

衣着支出 166 105 234.66* 334.24 166 112 177.47* 310.11 

交通支出 166 105 223.27** 349.58 166 112 215.45** 304.55 

教育支出 166 105 1711.47** 1642.45 166 112 1958.76* 1421.38 

通讯支出 166 105 240.57*** 207.89 166 112 238.12*** 170.65 

居住支出 166 105 235.52* 1474.68 166 112 336.43** 1494.57 

其他支出 166 105 505.80** 1227.22 166 112 375.11** 1092.70 

注：采用 bootstrap 抽样 200次得到置信区间；*、**、***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基于赣南苏区的人户调研数据，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是显

著的。文章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得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影响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显著

提高家庭消费总支出 18.6%，这充分表明精准扶贫政策自实施以来不但能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总收入，还能有效改善家庭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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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准扶贫政策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和教育支出

的促进作用最大，分别提高 31.3%和 47.7%，这符合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可持续脱贫导向；扶贫政策对通讯支出、其他支出和衣

着支出的影响程度相近，分别提高 20.2%（187.37元）、16.9%（255.88元）和 10.2%（262.83元），对食物支出和交通支出的影

响程度最小，分别是 4.5%和 4.6%。总体而言，精准扶贫政策包能够显著改善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但这一实证结果小于描述性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忽略农村居民家庭的外生性问题的前提下，会高估精准扶贫政策包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量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1. 进一步完善造血型消费的精准扶贫政策 

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的显著性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精准扶贫

政策对贫困居民收入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而收入的提升直接推动了贫困居民的消费。在脱贫不脱政策的背景下，应继续深入

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居民消费影响的长效机制，如适度减少财政支出等转移性支出，降低贫困居民由于政府转移支付带来

的“输血消费”比重，提高产业扶贫项目带来的“造血消费”比重等。 

2. 实施贫困户精准扶贫政策分类管理 

在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居民消费影响非常显著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贫困户(已脱贫户、未脱贫户)与非贫困户两类群体之

间的心理反应。从调研组在实地访谈时也发现，大部分贫困居民实际上已经脱贫，但仍能享受精准扶贫政策。这些贫困居民的

实际消费水平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这一现象使非贫困户与脱贫户、贫困户之间存在巨大心理反差。建议将

已脱贫户与未脱贫户进行分类管理，适时更新贫困户建档立卡动态信息，在保证已脱贫户造血功能的前提下，削减这些人群不

具有造血功能的扶贫政策。 

3. 加强不同类型精准扶贫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果评估 

从精准扶贫政策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来看，不同的精准扶贫政策对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影响

有差异。因此，应适时加强不同政策的效果评估，及时淘汰影响不显著、边际消费效应下降的政策，降低精准扶贫政策成本。 

4. 密切关注贫困群体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表明，贫困居民家庭随着逐步走向脱贫，对于美好生活需要也日益提高，新

的需求也日益显现。如何通过精准扶贫政策既能关注脱贫问题，又能解决消费需求同步变化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根据本文

对贫困户享受扶贫政策以后对于消费的反应程度呈“倒 U”特征的假定，需要加强这部分群体的消费需求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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